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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促进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深度融合对我国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至关重要。基于 2011−2023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不包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

超效率 SBM 模型测算数智化发展水平与减污降碳绩效水平，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 基尼系数法和二次指派程序

(QAP) 深入分析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11−2023 年，我国省域数智化发展水平快速提升，年

均增长率为 11.48%；减污降碳绩效则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值从 0.955 逐步增至 1.014，但区域差异明显。②我国省域数智化发

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年均值范围为 0.601~0.670，呈现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分布格

局，高耦合协调性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③我国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呈阶段性波动下降趋势，区

域间差异是影响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年均贡献率达 56.68%。④从内部结构驱动来看，数智化发展差异是影响数智

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从外部环境驱动来看，对外开放差异与金融发展差异则是其主要驱动

力。研究显示，数智化发展和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保持稳定，但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仍较为突出，需依托区域

协同治理，坚持精准施策、因地制宜推进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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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with the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s essential for achieving

China′s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sing  panel  data  from 30  Chinese  provinces  between  2011  and  2023

(excluding the data  of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his  study employ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super-efficiency  SBM  model  to  measure  levels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QAP)  are  then

applied to examin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s, spatial disparitie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From 2011 to

2023,  provincial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in  China  increased  rapidly,  with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11.48%,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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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show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increasing  on  average  from  0.955  to  1.014,  with
pronounced  regional  disparities.  (2)  Over  the  same  period,  the  overal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remained at a primary coordination stage, with average values ranging from
0.601 to 0.670, displaying a declining spatial pattern from eastern to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with high coordination level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3) The overall disparity i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exhibited  a  downward  trend  of  phased  fluctuations,  and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constitute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overall  disparity  i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with  an  average  annual  contribution  rate  of
56.68%.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structural drivers, disparities in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re the main source of spatial
disparities in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al drivers, disparities in openness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constitut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verall,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is generally
stable.  However,  persistent  regional  disparities  underscore  the  need  for  governance  strategies  that  emphasize  regional  collaboration,
precise policy making, and actio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er-leve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words：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coupling coordination；driving mechanisms

当前，全球正共同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

战[1]，推动绿色低碳转型、遏制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2]。作为全球绿色发展的重要参

与者，中国在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仍面临

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

缓解的现实困境[3]。环境污染物与碳排放具有高度

的同根同源性，使得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新发展阶

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4]。2022
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的发布，为系统推

进相关工作提供了系统设计和行动指引。与此同时，

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智能技术

正在深刻重塑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模式。2023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深

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

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因此，系

统解析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的耦合协调机理，不仅

是推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更对破解

资源环境约束、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涉及复杂的多维研究领

域，当前学界相关研究可归纳为 3 个主要方向：一是

数智化发展的研究。相关研究多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测度数智化发展水平[5-6]，并探讨数智化发展对绿色

发展[7]、企业创新[8] 等因素的影响。二是减污降碳的

研究，主要聚焦于概念内涵、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等

方面。在概念内涵方面，基于污染物与碳排放“同根

同源”特性，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调通过产业结构与

能源系统的深度优化，以最低成本协同控制污染物与

碳排放，实现系统绩效的整体提升，形成“1+1>2”的
协同效应[9]。在测度方法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划分为

两类，一类是采用情景预测法来评估减污降碳协同效

应[10]，另一类则主要依托实际观测或统计数据，采用

定量分析手段对减污降碳进行测度与成本分析。具

体测度方法包括运用回归分析法来证明碳减排和污

染减排之间存在协同效应[11]；采用交叉弹性系数法[12]、

耦合协调度模型[13] 等方法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进行

测度；部分学者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模型测算污染物

与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进而实现对减污降碳协同

效应的量化评估[14]。在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多基

于宏观经济数据，关注数字经济[15]、数字技术[16] 以及

国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17] 等因素对减污降碳的影响

效应。三是针对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关系的研究，

多数侧重于考察数智融合发展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的单向影响[18-19]。

总体来看，尽管已有研究为数智化发展与减污

降碳的探讨提供了有益基础，但目前该领域仍存在

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空间：首先，多数文献局限于终

端排放“量”的协同控制，少有文献从绩效视角对

“质”的协同，即系统效率的整体提升开展深入测度

与评价；其次，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数智化发展对减污

降碳的单向影响，缺乏对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系统

识别与量化分析；最后，既有驱动机制实证分析主要

基于“属性数据”进行局部回归，未能引入“关系数

据”范式，难以从全局视角揭示区域间耦合协调差异

的空间关联与驱动机制。据此，本研究利用 2011−
2023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不包含西藏自治

区和港澳台地区数据)，从绩效视角构建多维减污降

碳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精确量化“质”的协同，将数

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纳入统一研究框架，深度

剖析二者耦合协调的内在机理并定量评估其协调水

平，同时引入关系数据分析范式，借助二次指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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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剖析二者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的内外部驱动机

制，以期为协同促进区域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

效耦合提供有益借鉴。

 1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机理

数智化发展是数字化发展到人工智能更高阶的

产物，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融合与应用[20]。减污降碳

绩效是指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

效益最大化与污染物和碳排放最小化的综合绩效。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二者具有内在关联性和

交互耦合特征，实现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的良

性耦合，发挥二者间的互馈增强效应，进而促进系统

整体效能最大化提升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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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机理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一方面，数智化发展为减污降碳绩效提供动力和

保障。首先，数智化发展通过优化算法，实现能源、

水资源等领域的高效利用，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其次，

数智化发展运用多源数据融合分析对碳排放、污染

排放等环境数据进行动态监测与分析，增强环境监测

与评估能力。再次，数智化发展可以打破信息孤岛，

推动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之间实现信息的

互联互通，增加环境信息的透明度 [21]。最后，数智

化发展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赋

能资源环境数智协同管理，助力实现资源高效绿色

开发[22]。

另一方面，减污降碳绩效为数智化发展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与资源条件。首先，提升减污降碳绩效为

数智化发展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促进数智化发展成

果共享与转化。其次，减污降碳绩效为数智化发展提

供了稳固的物质基础，不断完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基础条件，促进数智化的广泛应用与深度融合。再次，

随着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的不断推进，中央和地方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包括加大资金支持

力度、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为数智化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制度保障[23]。最后，减污降碳绩效推动数智化发

展实现跨行业、跨领域的合作与创新，跨界合作不仅

促进了新技术的融合与应用，也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

和服务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数智化发展也带来能

源消耗和电子废弃物增加等环境压力，若能源结构未

及时转型，可能削弱减污降碳效果。为此，应强化绿

色能源利用和循环经济，确保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

绩效协同共赢。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超效率 SBM 模型

Tone[24] 于 2001 年构建了一种基于松弛变量的

SBM 模型，该模型可以实现评价决策单元整体效率，

为减污降碳绩效的综合评价提供了科学基础。遵循

源头治理的实践要求[25]，需全面考虑资本、劳动、能

源等关键投入要素的缩减对提升减污降碳绩效的作

用。因此，本研究采用投入导向规模报酬可变的非期

望产出超效率 SBM 模型，进行减污降碳绩效评价。

具体计算方法参考文献 [26]。
 2.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科学刻画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两系统

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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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该模型能有效量化系统间的协同发展态势与整

体功效[27]，具体计算方法参考文献 [28]。由于二者在

耦合协调过程中同等重要，故将其系统权重均设定

为 0.5。此外，借鉴 Chen 等[29] 的研究，本研究构建耦

合协调度的判别标准与类型划分 (见表 1)。
  

表 1    耦合协调度 (D)的判别标准与类型划分

Table 1  Discrimination criteria and type divis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D)

耦合协调度 耦合类型 耦合协调度 耦合类型

0.00≤D<0.10 极度失调 0.50≤D<0.60 勉强协调

0.10≤D<0.20 严重失调 0.60≤D<0.70 初级协调

0.20≤D<0.30 中度失调 0.70≤D<0.80 中级协调

0.30≤D<0.40 轻度失调 0.80≤D<0.90 良好协调

0.40≤D<0.50 濒临失调 0.90≤D≤1.00 优质协调
 

 2.1.3    Dagum 基尼系数法

运用 MATLAB 软件计算 2011−2023 年我国省

域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的 Dagum
基尼系数，进一步分析其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差异及来

源。具体计算方法参考文献 [30]。
 2.1.4    二次指派程序 (QAP)

从系统耦合理论视角来看，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

碳绩效耦合协调差异受到区域内部结构驱动和外部

环境驱动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各因素相互关联和作用

的结果。二次指派程序 (QAP) 作为专门处理关系数

据的非参数检验方法，可通过随机置换有效解决关系

数据中存在的多重共线性与自相关问题[31]，故利用社

会网络分析中的二次指派程序 (QAP) 识别我国省域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

成因。具体计算方法参考文献 [32]。
 2.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2.1    减污降碳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包含两层含义：一种是指狭义

的协同效应，即实施环境相关政策而获得的直接效

益 (如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排放)；另一种是被定义为

具有协同效应的广义概念，指的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前提，同时保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33]。到目前

为止，研究更多地关注协同效应的狭义定义，而忽视

了协同效应的广义概念，即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基于此，本研究在考虑环境

污染治理以及碳减排措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基础上，

将与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密切相关的环境效益和社会

效益纳入分析框架，从而为减污降碳绩效评价指标建

构提供科学参考 (见表 2)。

本研究借鉴郭沛等[34] 相关研究成果，分别选取资

本、劳动力和能源作为投入指标，其中资本存量数据

以 2000 年为历史基期，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35]。

考虑到我国“双碳”目标的核心是减排，且二氧化碳

是温室气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故选取人均二氧化碳排

放量作为碳排放的衡量指标。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

危害和经济损失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且

PM2.5 是大气环境中的主要污染物[21]，因此选取 PM2.5

年均浓度作为大气污染排放的评价指标。现有研究

多重视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相关指标，较少强调水污

染与固体污染[36]；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在

2023 年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的实施意见》，将污水处理纳入重点关注领域。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人均污水排放量和人均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作为水污染和固体污染排放的

代理指标。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经济

效益，故参考 Xie 等[37] 研究，选取 2006 年为基期的人

均实际 GDP 作为其衡量指标。植物可以通过光合作

用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存储在土壤和植被

中，从而增加陆地碳汇，故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作

为环境效益的产出指标[38]。传统的高污染、高碳排

放的工业发展模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严重威胁着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经济增长的质量[39]，故

选取人均预期寿命作为社会效益的衡量指标，其中人

均预期寿命以 2010 年为基期，按照平均年增长率计

算得到[40]。

 2.2.2    数智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考虑到数智化发展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借鉴

张云等[5]、罗斌元等[6]、刘亦文等[19] 的研究，从数智基

 

表 2    减污降碳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指标说明

投入指标 资源投入

资本要素 人均资本存量

劳动力要素 每万人就业人员数

能源要素 人均能源消费总量

期望产出指标 效益产出

经济效益 人均实际GDP

环境效益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社会效益 人均预期寿命

非期望产出指标

碳排放产出 碳排放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污染产出

大气污染排放 PM2.5年均浓度

水污染排放 人均污水排放量

固体污染排放
人均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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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水平、数智业务发展水平、数智产业发展水

平、数智企业发展水平以及数智人文素养水平 5 个

方面对数智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建 (见表 3)，

并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和

数量级差异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得出数

智化发展水平指数。
 
 

表 3    数智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3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数智化发展

数智基础设施水平
数智基建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互联网域名数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移动电话用户数

移动电话普及率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IPV4比例

专利授权数

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智业务发展水平

软件业务 软件业务收入

电信业务 电信业务总量

电商业务
企业电子商务销售额

快递业务量

数智产业发展水平

产业聚集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城镇非私营单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城镇非私营单位)

产业规模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数智企业发展水平
企业数智 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

智慧金融 上市金融公司数字化建设程度

数智人文素养水平

人才素养
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

人均受教育年限

教育投入

地区教育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地区科学技术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技术市场成交额/GDP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
 

 2.3    数据来源及处理

2011 年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

性工作方案》，明确了我国节能减排的总体要求和重

点任务。为此，本研究选取 2011−2023 年我国 30 个

省份面板数据 (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数据)
为考察对象展开研究。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

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和统计

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充，其中，二

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

(EDGAR)，PM2.5 年均浓度数据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

科学数据中心[41]，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来源于北京

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集团研究院共同编制

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此外，为便于后

续展开深入分析，参考 2011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的区域划分标准，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及西部

地区。

 3    结果与讨论

 3.1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水平分析

 3.1.1    数智化发展水平分析

2011−2023 年我国数智化发展水平呈快速增长

态势 (见图 2)，由 2011 年的 0.210 增至 2023 年的

0.774，这一趋势表明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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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字智能技术的加速应用，数智化发展已成为驱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分区域看，东部、中部、

西部地区的数智化发展水平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但

区域间不平衡突出，呈现出东部地区遥遥领先于中

部、西部地区的特征。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得益于完

备的数字基础设施，较强的数字智能技术应用和创新

水平，为东部地区的数智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

支持；而中部、西部地区人才储备和关键技术创新稍

显不足，导致中部、西部地区数智化发展进程相对

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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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2023年我国数智化发展水平与减污降碳绩效平均变化趋势

Fig.2 Average trend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level and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3
 

 3.1.2    减污降碳绩效水平分析

研究期内我国减污降碳绩效总体呈波动上升态

势 (见图 2)，减污降碳绩效从 2011 年的 0.955 提升至

2023 年的 1.014，这也说明随着《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实施方案》等政策深入落实，政府部门愈发注重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效果，不断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减污降碳

协同治理技术创新。从地区平均值来看，我国各地区

减污降碳绩效均呈波动上升态势，总体呈现西部<中
部<东部的分布格局，且东部地区显著高于全国平均

值，这一现象与发展初期各地的经济基础粗放，产业

结构不均衡有关。

 3.2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

特征

 3.2.1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的时

序特征

由于主成分分析法和超效率 SBM 模型测算出

的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指数是单个样本在特

定时间和区域内的相对值，故无法直接进行比较[42]。

因此，本研究参考苏竣等[43] 研究方法，运用耦合协调

度模型测算得出 2011−2023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数

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序

演变特征 (见图 3)。
从我国整体来看，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

合协调度呈现出小幅度波动，其年均值范围为

0.601~0.670，处于初级协调时期，这说明我国省域数

智化发展过程中要素之间互动关系良好，符合区域发

展实际。从不同区域层面来看，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

碳绩效耦合协调度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上

耦合协调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发展阶段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的区域差异是造成二者

耦合水平地区分异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①东部地

区耦合协调度呈“小幅波动−整体回落−快速增长”

趋势，东部地区数智化发展水平更高，促进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优势明显；②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呈“波动−
下降−上升”的特征，中部地区政府推动了多项支持

数智化与减污降碳的政策，包括资金扶持、技术转移

等，这些政策为中部地区的企业提供了强大支持，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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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其向数智化和绿色化方向转型；③西部地区耦合协

调度呈先波动后下降再上升态势，相较于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以重工业、能源产业等传统产

业为主，从而面临较大的技术升级和改造压力。

 3.2.2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的区

域比较分析

按照耦合协调度的判别标准和类型 (见表 1) 将
2011−2023 年我国 30 个省份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

碳绩效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10 个等级，并对其进行区

域比较分析 (见图 4)。研究期内，高耦合协调省份区

域集聚效应明显，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形成以北京

市、广东省两大优质协调增长极以及上海市、江苏省

等次级增长极为核心的格局，逐步形成“东−西梯度

扩散”和“沿海−内陆辐射带动”的协调发展态势，

且不同区域间的差异依旧较大。从区域划分层面来

看，率先实现耦合协调发展的北京市、广东省等地区

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发展较为平稳的山西省、河南

省等地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协调类型也比较丰富；

处在轻度失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

区等地区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且陕西省、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等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出现小幅回落现象。

究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数智化硬件设施比较完善，资

源配置效率更高，而西部地区受制于产业结构单一、

能源消费高碳化、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等多重约束，其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未能形成良性互动，整体

仍处于较低水平耦合协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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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1−2023年我国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的区域比较分析

Fig.4 Reg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3
 

 3.2.3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的空

间差异及分解

为探究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

的空间差异，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测

度不同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差异及贡献率，其测算结果

见表 4。
从总体及区域内差异来看，我国耦合协调度总体

差异呈阶段性波动下降态势，且三大地区内部耦合协

调度差异均存在非均衡现象。研究期内，我国数智化

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的总体 Dagum 基尼

系数平均值为 0.112，呈“上升−下降−波动上升”的

态势，且整体表现为微弱下降态势，这说明数智化发

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差异性，但总

体上呈现趋同态势。从区域内差异来看，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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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um 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这表明东部地区

开始系统性地部署并推进数智化转型与减污降碳的

协同发展，进而缩小区域内的发展差异；中部地区

Dagum 基尼系数呈波动上升趋势，西部地区 Dagum
基尼系数呈先升后降再回升的波动特征，这说明中

部、西部地区内部耦合协调度差异并未逐渐缩小，应

加强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的协调作用。

从区域间差异来看，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区域间

差异最为明显。总体上，东部与中部地区区域间

Dagum 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态势，而东部与西部、中

部与西部地区则呈波动上升态势，这主要是因为西部

地区在数智化发展上存在难以短期弥补的“鸿沟”，

且数字要素持续向东部、中部地区虹吸，进而导致二

者分化加剧。具体而言，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异

最大，其 Dagum 基尼系数波动幅度为 0.141~0.166，
平均值为 0.155；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 Dagum 基尼

系数升幅较大但差异较小，由 2011 年的 0.088 升至

2023 年的 0.107，增幅为 21.59%；东部地区与中部地

区的 Dagum 基尼系数波动幅度呈下降趋势，由 2011
年的 0.121 降至 2023 年的 0.094，降幅为 22.31%。

从差异来源及贡献来看，缩小区域间差异是解决

我国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空间不均

衡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

贡献率呈现区间波动特征，其范围为 25.27%~27.63%，

且略微呈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始终维持在

较高水平，其平均值达 56.68%，远超过了超变密度和

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这一特征充分表明区域间差异

是我国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总体

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呈波动下降趋势，

并低于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贡献率，说明不同区域间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在实施过程

中存在的交叉重叠部分对总体差异的贡献较小。因

此，要提升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的耦合协调性，

应加强区域间合作，以实现协调发展。

 3.3    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空间差

异的驱动机制分析

 3.3.1    驱动因素选取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驱动因素对我国数智化发

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影响，本研

究参考邓宗兵等[44] 的研究，将我国省域数智化发展

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划分为内部

结构驱动与外部环境驱动。从内部结构驱动来看，耦

合协调度差异由数智化发展差异和减污降碳绩效差

异共同驱动；从外部环境驱动来看，参考邓宗兵等[44]、

陈佳琦等[45] 的研究，耦合协调度差异由产业结构差

异、工业化水平差异等因素共同驱动，同时为保证数

 

表 4    2011−2023年我国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的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Table 4  Dagum′s Gini coefficient and its decomposi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digit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3

年份
总体Dagum
基尼系数

Dagum基尼系数
贡献率/%

区域内差异 区域间差异

东部

地区

中部

地区

西部

地区

东部与

中部

东部与

西部

中部与

西部

区域内

差异

区域间

差异

超变

密度

2011 0.114 0.094 0.047 0.107 0.121 0.157 0.088 26.64 56.50 16.86

2012 0.119 0.102 0.050 0.112 0.127 0.161 0.091 27.31 53.36 19.33

2013 0.121 0.107 0.052 0.114 0.125 0.166 0.093 27.63 53.62 18.75

2014 0.118 0.110 0.047 0.103 0.122 0.164 0.086 27.52 54.30 18.18

2015 0.115 0.110 0.043 0.099 0.115 0.162 0.087 27.39 54.03 18.58

2016 0.109 0.110 0.049 0.078 0.121 0.151 0.073 27.15 51.94 20.91

2017 0.106 0.096 0.054 0.077 0.114 0.152 0.077 25.92 59.19 14.89

2018 0.111 0.101 0.068 0.082 0.118 0.153 0.086 26.87 55.54 17.59

2019 0.103 0.083 0.074 0.076 0.109 0.141 0.085 26.10 56.84 17.06

2020 0.111 0.088 0.088 0.082 0.109 0.148 0.102 26.50 54.38 19.12

2021 0.107 0.074 0.072 0.092 0.098 0.153 0.102 25.27 61.94 12.79

2022 0.105 0.075 0.073 0.089 0.101 0.146 0.099 25.64 59.84 14.52

2023 0.111 0.075 0.061 0.107 0.094 0.161 0.107 25.44 65.37 9.19

平均值 0.112 0.094 0.060 0.094 0.113 0.155 0.090 26.57 56.68 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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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级差距带来的估计偏误，对部分变量取对数处理，

具体驱动因素选取如表 5 所示。此外，数智化发展与

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差异 (CCR) 及各驱动因素

差异均为两两地区间平均值的差异矩阵。
  

表 5    驱动因素与变量说明

Table 5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lassification

表征类型 驱动因素 变量说明

内部结构驱动
减污降碳绩效差异(CPCRE) 减污降碳绩效

数智化发展差异(DI) 数智化发展水平

外部环境驱动

产业结构差异(STRUC)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

产业增加值

工业化水平差异(IND)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单位数取对数

对外开放差异(OPENE) 货物进出口总额/GDP

金融发展差异(FIN)
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余额/GDP

城镇化水平差异(URBAN) 城镇人口/总人口
 

 3.3.2    QAP 相关分析

全样本的 QAP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耦合

协调度差异与各驱动因素差异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显

著为正，这说明耦合协调度差异与各驱动因素差异之

间的关系较为密切。此外，耦合协调度差异与数智化

发展差异、对外开放差异的相关关系较为密切，但这

并不能说明数智化发展差异和对外开放差异对耦合

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影响最大，需进一步通过 QAP 回

归分析进行确认。

 3.3.3    QAP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全国及三大地区数智化发展与

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驱动因素，本研

究设定随机置换次数为 5 000 次，并构建二次指派程

序 (QAP) 来进行回归分析 (见表 7)。由表 7 可见，调

整后决定系数 (Adj-R2) 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这说明各驱动因素差异对耦合协调度差异有较

强的解释能力。

全国整体层面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

协调度空间差异的 QAP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从内部结构驱动来看，数智化发展差异与减污降碳绩

效差异系数分别为 0.713(p<0.01) 和 0.429(p<0.01)，这
说明数智化发展差异是导致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导

因素，缩小区域间数智化发展差异是提升数智化发展与

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性的关键路径和有效策略。

从外部环境驱动来看，对外开放差异和金融发展差异的

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207(p<0.05) 和 0.199(p<0.01)，
 

表 6    QAP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QAP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 CCR DI CPCRE STRUC IND OPENE FIN URBAN

CCR 1.000*** 0.735*** 0.313*** 0.264* 0.318*** 0.586*** 0.296** 0.327***

DI 0.735*** 1.000*** −0.110 0.465** 0.384*** 0.716*** 0.417** 0.442***

CPCRE 0.313*** −0.110 1.000*** −0.011 0.074 −0.112 −0.152** −0.147**

STRUC 0.264* 0.465** −0.011 1.000*** 0.059 0.505*** 0.756*** 0.479***

IND 0.318*** 0.384*** 0.074 0.059 1.000*** 0.065 −0.016 −0.099

OPENE 0.586*** 0.716*** −0.112 0.505*** 0.065 1.000*** 0.613*** 0.801***

FIN 0.296** 0.417** −0.152** 0.756*** −0.016 0.613*** 1.000*** 0.631***

URBAN 0.327*** 0.442*** −0.147** 0.479*** −0.099 0.801*** 0.631*** 1.000***

注：*、**、***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随机置换 5 000 次。

 

表 7    QAP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QAP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标准化回归系数 p值 标准化回归系数 p值 标准化回归系数 p值 标准化回归系数 p值

截距项 0.000 0.000 0.000 0.000
DI 0.713 0.000 0.657 0.000 −0.033 0.461 0.217 0.045

CPCRE 0.429 0.000 0.620 0.003 0.652 0.001 0.537 0.000
STRUC −0.280 0.001 −0.176 0.073 0.027 0.413 −0.269 0.008

IND 0.010 0.397 −0.285 0.006 −0.363 0.213 0.490 0.001
OPENE 0.207 0.013 0.186 0.065 −0.164 0.083 −0.110 0.105

FIN 0.199 0.002 0.218 0.049 0.486 0.129 −0.165 0.060
URBAN −0.080 0.118 −0.129 0.150 0.286 0.090 0.101 0.112

Adj-R2 0.740(0.000) 0.808(0.000) 0.522(0.000) 0.747(0.000)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随机置换产生的判定系数不小于实际观察到的判定系数的概率，为单尾检验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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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这些因素在各省份的不平衡将会扩大数智化发

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差异。产业结构差异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80(p<0.01)，这说明各省份

产业结构差异有利于减少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

效耦合协调度差异。究其原因，不同产业对能源需求

及污染排放特性各不相同，这促使资源在不同地区和

行业之间进行优化配置。此外，工业化水平差异与城

镇化水平差异并非驱动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因素，

其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

绩效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 QAP 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 7 所示。从内部结构驱动来看，数智化发展差异是

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差异最重要的驱动因素，而中部、

西部地区减污降碳绩效差异则是主要驱动因素。从

外部环境驱动来看，东部地区驱动力量有对外开放差

异 (0.186，p<0.1)和金融发展差异 (0.218，p<0.05)；中部

地区驱动力量仅有城镇化水平差异 (0.286，p<0.1)；西
部地区驱动力量仅有工业化水平差异 (0.490，p<0.01)。
因此，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

碳绩效耦合协调差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亟须因地制

宜实施差异化策略。这主要是因为：①全国要素市场

尚未完全实现一体化，高级生产要素明显向东部地区

集聚；②基础设施分布不均，中部、西部地区在能源、

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存在突出短板，阻碍了数智技术

的深度渗透与跨区域扩散，削弱其整体赋能效用。

 4    结论与建议

a) 2011−2023 年，我国数智化发展水平快速提

升，减污降碳绩效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表现出东部地区整体优于中部、西部

地区的变化特征，为此应以加快数智化发展为重要契

机，推动其与减污降碳绩效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演

进。一方面，应构建差异化政策支持体系，精准弥合

区域发展差距，推动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协同

提质；另一方面，应加强区域间合作，打破要素流动

壁垒，促进高级生产要素在中西部地区的合理配置，

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

b) 我国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

呈现平稳趋势，整体处于初级协调时期，但区域发展

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并逐渐形成东部地区向中部、

西部地区梯度递减的分布态势。为此，应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实现对资源利用、技术创新及

减污降碳管理的全方面智能化升级，以提高数智化发

展对减污降碳绩效的赋能作用。此外，应倡导绿色发

展理念，构建精细化的碳排放与污染排放监测与统计

体系，引导高耗能领域节能减排，以此促进数智化发

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进入良性耦合协调阶段。

c) 我国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耦合协调度

总体差异呈阶段性波动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是耦合

协调度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年均贡献率高达

56.68%，其中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差异尤为突出。

因此，缩小区域间差异成为破解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

碳绩效耦合协调区域不平衡问题的关键着力点。具

体而言，一方面需打破行政界限，建立东部与中部、

西部地区的联动机制，促进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以

加速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效的全面提升；另一方

面应加速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推动行业间要素资源高效融合，并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和市场壁垒，以优化资源配置，达成数智化发展与减

污降碳绩效的时空联动发展。

d) 数智化发展差异是数智化发展与减污降碳绩

效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对外开放差异

和金融发展差异对耦合协调度差异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受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现实约

束，产业结构差异的缩小并未充分发挥出应有的积极

作用。此外，各驱动因素差异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的

区域差异特征，需要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协调发展政

策。因此，为破解数智化与减污降碳协同发展的区域

不平衡问题，精准实施、因地制宜推进整体发展尤为

重要。东部地区应发挥技术与资本优势，聚焦绿色低

碳技术研发与输出；中部地区需推动数智化赋能传统

产业绿色转型，促进城镇化与低碳化协同；西部地区

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引进，依托本地资源

禀赋，发展特色绿色产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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